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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动态转变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关联分析 

—— 基于男性生育率模型的创新 

米红 1，刘治东 1，任一苇 1 

（1.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影响，而准确预测中国未来劳动

年龄人口数量则是分析人口红利动态变化以及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关键。本文基于近两次人

口普查数据，将男性生育率引入人口预测来进行模型创新。结果发现：2024—2050 年间我

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先慢后快的下降趋势，到了 2050 年下降到 7.53 亿人，比传统

女性生育率人口预测结果要多 0.26 亿人；新增大学生就业规模则遵循先增后减而后稳定的

变化趋势，在 2034 年达到峰值 1473 万人，2045—2050 年则稳定在 750-800 万人这一区间。

基于上述预测和渐进式延迟退休实施方案，本文发现延迟退休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演

变特征。从长期效应看，累计减少 2.59 亿人年的领取待遇规模，节省财政补贴 2.93 万亿元。

当延迟退休政策调整期结束，即到 2040 年时，该政策将使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 12 个百分

点。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延迟退休配套措施，建立延退过渡机制；构建职

业支持体系，加强中青年职工发展保障；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引入灵活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机制；优化人口结构，促进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 

关键词：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红利；延迟退休；男性生育率；大学生就业 

1. 引言 

中国正经历着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尤其是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

力，使得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022 年，中国首次出现了自 1961

年以来的负增长，标志着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已呈渐趋消失的动态过程。人口负

增长意味着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对劳动力供给形成长期压力。劳动年

龄人口的减少不仅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生产能力，还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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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产生深远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成为缓解

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2024 年 9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1]，根据该政策规定，未来

将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逐步延迟至六十三

周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

五十八周岁。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旨在延长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年限，增加劳动

力市场的供给，同时减轻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对中国经济的

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经济转

型的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潜力，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而老龄化加剧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压力日益突出，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承受更

大的负担，抚养老年人口的费用将逐渐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不仅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还受每年新增就业规模动态的影响，尤其是以

新增大学生就业为主体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在高技术产业和人工智能 AI 行业

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上升，这是我国未来人口数量红

利转型为人口质量红利的关键。要想准确研判未来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发展趋势

就要保证人口预测方法的精准性，而过去的人口预测方法均是基于女性生育率模

型构建起来的，但即使是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PP）的人口预测结果也存在偏

误，比如 WPP2022 就明显高估了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及人口总量，虽然最新公

布的 WPP2024 进行了数据修订，但其准确性仍有待检验，这引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将男性生育率纳入人口预测中，是否会得出更合理的预测结果呢。 

目前我国的男性生育率研究仍是一个空白，如何对中国男性生育率进行准确

估计，如何基于男性生育率创新人口预测方法，而该方法和过去基于女性生育率

的预测方法相比是否更精准，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若能挖掘现有人口

普查微观数据科学估计我国男性生育率，并基于男性生育率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方

法创新，并和基于女性生育率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更精准地预测未来中国

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大学生就业规模，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转变过程及其与渐进

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关联，对于优化就业政策、调控劳动力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前人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保持了 40 年左右增长，形成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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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2]，这种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核心的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

重要作用[3]，不过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已出现“双降”，

人口数量红利正在不断减弱[4]，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人口红利的主要发力点正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其未来结构以质量型为主导[5]。

现有文献表明：延迟退休政策与人口红利的动态转变密切相关，成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重要措施。耿志祥等人[6]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对经济产出

的影响在于储蓄率下降与劳动力供给增加之间的权衡。通过数值模拟表明，延迟

退休若伴随预期寿命提升，可有效激发二次人口红利。类似地，刘渝琳等人[7]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延迟退休能够短期内提升储蓄率和社会财富积累，为投资和

消费注入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人口红利的转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刘晓

光等人[8]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模拟发现，延迟退休可释放大量中老年劳动力

潜力，每期政策实施可增加 200-300 万城市劳动力，显著拉动 GDP 增长。这为

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红利转型提供了重要窗口期。赵建国等[9]的研究则基

于效用最大化模型，测算了不同性别的最优退休年龄，发现优化延迟退休政策可

提升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挖掘二次人口红利潜力。 

人口红利水平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是

分析我国人口红利的关键，前人关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关的研究非常丰富。

童玉芬等人[10]根据七普数据及历年统计数据，主要对中国 2010—2020 年间劳动

力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变化、年龄结构老化状况、空间集聚趋势以及劳动力人口素

质变化等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而李长安等人[11]则是对我国 1982—2020 年的劳

动力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我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和机遇。除了对我国劳动力现状进行细致分析外，还有一些学者给出了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的预测。向晶等人[12]预测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十三五”末

期的 9.1 亿人左右下降至 2050 年的 6.4 亿-7.2 亿人。陈卫[13]的研究发现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30 年之前缓慢下降，之后则加速下降，到 2035 年、2050

年和 2100 年分别下降到 9.1 亿、7.5 亿和 4 亿。此外还有学者[14]对我国农村劳动

力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规模将在 2035 年、2050 年分别降至 2.04

亿、1.20 亿。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是分析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精准预测其未来变化对于研究人口红利动态转变及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关键

意义。前人对我国劳动力人口预测时都采用队列要素法，不过目前队列要素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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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的预测都是基于女性生育率和育龄女性数量来计算的，国内学者并没有

人尝试基于男性生育率来进行人口预测，事实上男性生育率一直是国内人口研究

的空白，但是国际上对男性生育率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有学者[15]对于发达

国家的男性生育率相关指标进行测算并和女性生育率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相比而

言，发展中国家男性生育率数据比较缺乏，针对这一情况，SCHOUMAKER[16]

提出了三种男性生育率估计方法并比较了三种方法的可靠性和适用情况。值得注

意的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新生儿父亲年龄信息缺失这一

现象，只是发达国家缺失的比例较少，前人[17]针对该缺失问题提出了两种方法

进行插补，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男性生育率的精准度。上述研究侧重于男女生育

率的比较，并没有尝试将男性生育率纳入人口预测方法，LI 等人[18]分别基于男、

女生育率构建了不同的预测模型，发现两种预测方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是该

结论是基于生育和死亡水平不变的假定得出的，且该研究只分析了西方七国集团

的数据，所以该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仍未可知，如何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基于男性

生育率的人口预测方法，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也是本文需要重点讨论的内

容。 

综上，本文通过男性生育率模型的方法创新，基于男性和女性生育率分别对

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与比较分析，并结合高等教育入学率等参数，进

一步推算新增大学生就业规模。通过这一研究，不仅为分析未来人口红利的动态

转变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还为探讨延迟退休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在渐进式实施中

的潜在政策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在人口预测中预测基年 2010 年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是根据中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公开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推算得到。预测期生育率设定分为生

育模式和生育率水平即总和生育率大小，其中 2010 年、2020 年女性生育率模式

来源于六普和七普公开数据，2010—2020 年中间年份的女性生育率模式根据插

值求得，2020 年至 2050 年则都采用七普女性生育率模式，女性总和生育率大小

则采用联合国 WPP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对中国的中方案预测

（其中 2010—2023 年为 WPP2024 估计值，2024—2050 年为联合国中方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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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010 年、2020 年的男性生育率模式则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库的

六普、七普微观数据测算得出，其他年份的男性生育率模式设定方式参考前文女

性生育率模式的设定。预测期内男性总和生育率是这样设定的：先计算出 2010

年男性总和生育率和女性总和生育率之间的比值，保持预测期内这个比值不变计

算得出每年的男性总和生育率大小。此外，中国每年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也采

用联合国 WPP2024（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对中国的中方案预测（其

中 2010—2023 年为 WPP2024 估计值，2024—2050 年为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值）。

考虑到国际迁移人口和中国人口总量相比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忽略其影响。 

本文在对中国未来新增大学生人口预测时需要用到的数据包括中国高等教

育大学生毕业数（包括研究生毕业生数和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和高等教育在校

学生数（包括研究生在校学生数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这些数据均来自于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 研究方法 

对中国男性分年龄别生育率进行估计是本文进行人口预测的重要基础。目前

中国的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公布的生育率数据都是基于女性视角的，所以一提到

分年龄别生育率都是指代 15-49 岁育龄女性的分年龄别生育率，而本文需要对此

进行区分，定义男性分年龄别生育率为育龄男性的分年龄别生育率，值得说明的

是，本文将育龄男性的生育年龄组设置为 15-59 岁。 

人口普查是通过调查育龄女性在普查年的生育情况（包括是否生育、新生儿

数量等问题）计算出女性年龄别生育率，但由于未调查育龄男性的生育史，所以

需要通过匹配新生儿的母亲和父亲来估算男性分年龄别生育率。考虑到人口普查

是以家庭户为单位，所以可以利用每个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关系推断育龄女性的配

偶身份，从而依据新生儿父亲的年龄估计男性分年龄别生育率。而对于那些无法

通过亲属关系进行匹配的样本，则需要通过插补方法补全新生儿父亲年龄，

DUDEL 等人[17]提出的条件概率插补方法基于母亲年龄与配偶年龄的相关性，以

已知新生儿母亲年龄为条件推测其配偶年龄分布。通过这一插补方法就可以补全

新生儿父亲的年龄，进而计算男性分年龄别生育率。 

本文的人口预测方法采用队列要素法。队列要素法广泛应用于人口研究领域，

是非常经典、成熟的人口预测方法。该方法提供了按年龄和性别进行的预测，充

分利用了人口变化三大要素（生育、死亡和迁移），它对于理解发展以及不同人

口要素的相对贡献具有巨大的分析价值。而且该方法很灵活，可以根据对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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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要素未来变化方向的预期来改变假设。目前学界常用的队列要素法都是基于女

性生育率来计算未来出生人口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     






ai

ff tiPitB ,               (1) 

       tB
s

s
tBtB

s
tB mf







1
,

1

1
          (2) 

其中， ϕf(i)代表 i 岁女性的生育率， Pf(i,t)代表第 t 年 i 岁女性人口数，α

和 β 分别代表女性生育年龄的上下限，分别为 15 岁和 49 岁。B(t)代表第 t 年的

出生人口数。Bf(t)和 Bm(t)分别为第 t 年出生女婴数和男婴数，s 则代表出生性别

比。而第 t 年的 0 岁组人口数则为： 

     tBtStP mfmfmf ,,, ,0,0              (3) 

式中 Pf,m(0,t)为第 t 年的 0 岁组人口数，下标 f，m 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下

文中一致采用这种指代方式，不再赘述。Sf,m(0,t)代表第 t 年 0 岁组的存活率，第

t 年其他年龄组的人口数 Pf,m(i,t)则通过以下公式求解： 

     1,1,, ,,,  tiPtiStiP mfmfmf            (4) 

其中 Sf,m(i,t)为第 t 年 i 岁组人口存活率，Pf,m(i-1,t-1)为第 t-1 年 i-1 岁组人口

数。基于上述公式，就可以推算得出整个预测期内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 

同样地，如果基于男性生育率来进行人口预测，则未来出生人口数为： 

     tiPitB m

ai

m ,





              (5) 

其中 ϕm(i)代表 i 岁男性的生育率，Pm(i,t)代表第 t 年 i 岁男性人口数，α 和 γ

分别代表男性生育年龄的上下限，本文中分别设定为 15 岁和 64 岁。其他年龄组

的人口推算方法则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出生人口的计算方式不同是上述两种人口

预测方法的本质区别，而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基于女性生育率求得的出生人口

数更合理[19]，所以本文需要对这两种人口预测方法的准确性进行比较。 

3.3 男性生育率的有效性检验 

基于男性生育率的人口预测是否具有有效性，其是否比传统基于女性生育率

的人口预测更加准确，这是必须要进行探讨的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采用两种

预测方法来对出生人口进行预测，并将结果进行比较，具体思路如下：假设 2020

年七普数据还没有公布，我们基于 2010 年的数据来对 2010—2020 年的出生人口

进行预测，那么这些年的男性和女性标准化生育率模式则均采用 2010 年的标准

化生育率模式，女性总和生育率水平则根据 WPP2024 的估计值来确定，预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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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男性总和生育率则通过比值进行确定（前文数据来源部分内容已经明确阐述）。

确定好生育参数之后，就可以分别基于男性和女性生育率进行人口预测，分别得

到 2010—2020 年的出生人口的预测值。而国家统计局在七普数据公布后对 2010

—2020 年间的出生人口进行了修正，由于 2020 年七普数据质量高，漏报率非常

低，我们将这个修订过后的出生人口作为真实值，并和两种预测结果进行比较，

求得两种结果的误差率（误差率=|预测值-真实值|/真实值*100%），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除了 2012 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男性生育率计算的误差率都

要小于女性生育率计算结果，也就是说基于男性生育率对出生人口进行预测要比

女性生育率预测要更精确，基于此，本文需要通过男性生育率模型的创新，希望

能更准确地把握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及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变化趋势。 

 
图 1 两种人口预测模型的误差率比较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得出。 

4. 数据与方法 

4.1 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 

在探讨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向人才质量红利（或人才红利）转型之前，有必要

对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水平进行精准估计，而劳动年龄人口是关乎人口数量红利

的重要指标，准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于认识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此，本文选择 2010 年作为人口预测的基准年，是因为考虑到 2010 年到

2020 年是我国生育政策的转折期，这十年间我国出生婴儿漏报现象一直存在，

两次普查间对应的相关年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要修订增加大概 100 万人左右[20]。

而通过人口预测方法的改进即通过男性生育率预测出生人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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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出生婴儿漏报造成的人口预测数据偏误。 

在对预测基年人口数据处理是需要通过六普人口数据（时间节点为 2010 年

11 月 1 日）推算至 2010 年年末，并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0 年年末人口保持

一致[21]，以此作为人口预测的基础数据，分别基于男性生育率和女性生育率进

行测算，预测到 2050 年为止，得出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见

图 2），按照国际通用标准，15-64 岁属于劳动适龄范围，所以本文主要分析我

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整体来看，两种预测结果都表明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

口将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虽然在 2026 年会有一个波动，但从 2027 年开始（1962

年生育高峰年出生的人口在 2027 年步入老年队列）则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从 2027

年到 2032 年下降速度较缓，到了 2032 年减少到 9.57 亿人，这六年间平均每年

减少 422 万人。从 2032 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并一直

维持到 2050 年，到了 2050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到 7.53 亿人，这十八年间我

国劳动力数量平均每年减少 1135 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两种预测方法测算的劳动年龄人口之

间的差异也不断扩大，基于男性生育率计算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多于女性生育率计

算的结果。图 2 还展示了未来两种计算方式的劳动年龄人口差值（对应于图中右

侧坐标轴），可以发现这个差异在早期还比较小，但从 2030 年左右开始明显变

大，到了 2050 年这个差值已经达到了 2630 万人，也就是说在 2050 年男性生育

率测算的劳动力人口比女性生育率测算的多出 2630 万人，这是因为基于男性生

育率计算的每年出生人口数要多于女性生育率计算的出生人口数，这种差异不是

偶然的，前人[18]通过对 G7 国家分析已经发现，当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时，基

于男性生育率计算的出生人口是普遍高于女性生育率的，中国的预测结果进一步

佐证了这一规律，而随着预测时间的推移，预测期早期的出生人口开始步入劳动

力队列，累积效应不断显现，最终造成两种预测结果的不断分化。 

虽然基于男性生育率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要比传统女性生育率预测的多，但

是两种结果都表明 2050 年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不断减少。因此，在基于这一

事实判断上，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提出——既非常必要，也恰逢其时。一

方面，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的速度，延长人口数量红利的持续时

间；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可以充分发挥当前年长劳动力人口的技术优势，而这些

年长劳动力人口大多数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生育的高峰期（1962—1973）和高

原期（1974—1979）出生的，通过渐进式延长这些人的工作年限，可以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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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作用，弥补人口数量红利逐渐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图 2 我国未来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预测结果（2024—2050）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得出。 

另外，本文还对比分析了不同学者关于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预测的结

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2045—2050 年陆杰华等人预测的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

相对偏高，这主要是因为其设置的中方案生育率水平较高（2020—2050 年 TFR

均不低于 1.6）；由于乔晓春中方案 TFR 偏低（TFR 从 2025 年的 1.01 开始到 2070

年上升到 1.46），所以其预测的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整体略低于其他预测。从

各位学者的预测来看，未来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

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减少的趋势都是先慢后快。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以男性生育率计算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在 2040 年之后更

接近于前人的预测，和 WPP2024 中方案的结果也非常吻合（特别是 2040 年和

2045 年），这足以说明以男性生育率进行中长期人口预测的合理性，也为未来

学界研究人口预测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针对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本文

也将测算结果和前人进行比较。整体看来，各种预测结果显示未来 15-59 岁劳动

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都是先慢后快不断减少的，而本文基于男性生育率的预测和

WPP2024 中方案、陈卫中方案的结果差异比较小，乔晓春和向晶则分别因为生

育率设定偏低或偏高，所以和本文男性生育率测算结果差异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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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同预测结果比较（单位：亿人） 

年龄段 数据来源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15-64 岁 

本文女性生育率计算 9.77 9.62 9.18 8.45 7.87 7.26 

本文男性生育率计算 9.77 9.63 9.25 8.59 8.08 7.53 

WPP2024 中方案[22] 9.87 9.72 9.3 8.59 8.07 7.45 

乔晓春中方案[23] 9.7 9.53 9.08 8.39 7.86 7.28 

陈卫中方案[13] 9.73 9.54 9.07 8.44 7.99 7.53 

陆杰华等中方案[24] 9.73 9.51 9.08 8.54 8.13 7.71 

王广州[25] 9.66 9.48 9.02 8.4 7.97 7.49 

15-59 岁 

本文女性生育率计算 8.78 8.46 8.08 7.55 6.93 6.06 

本文男性生育率计算 8.78 8.47 8.15 7.68 7.13 6.33 

WPP2024 中方案[22] 8.93 8.59 8.2 7.73 7.11 6.31 

乔晓春中方案[23] 8.72 8.38 8.01 7.52 6.92 6.1 

陈卫中方案[13] 8.72 8.37 7.99 7.56 7.04 6.35 

向晶等中方案[26] 8.65 8.19 7.88 7.69 7.37 6.9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文献预测数据的比较分析 

抚养比是可以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其计算方法是将非劳

动年龄人口（0-14 岁少年人口数量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

口（15-64 岁人口）做比值。图 3 展示了未来中国的抚养比变化趋势，其中针对

劳动年龄设定为 15-64 岁计算的抚养比则分别用男性、女性生育率进行测算。总

体来看，两种人口预测方法预测的未来抚养比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整体上呈

现先平稳变化而后快速上升的趋势。此外，可以看出男性生育率计算的抚养比要

略高于女性生育率计算结果，这也是因为根据男性生育率计算得出的每年出生人

口多于女性生育率计算结果，根据抚养比计算方法，前者的分子要大于后者，所

以相应地抚养比要略高。我们以男性生育率计算结果为例来详细分析未来我国抚

养比变化情况，预测结果显示 2024 年我国抚养比为 46.30%，2024 年到 2027 年

这几年有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到了 2027年下降到最低值，该年的抚养比为 45.43%，

从 2027 年开始我国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并保持这个趋势到 2031 年，2031 年

的抚养比为47.58%，而2032年这一年我国抚养比出现了短暂的下降，略低于2031

年，不过从 2032 年开始我国的抚养比水平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其中在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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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过了 50%，到了 2050 年则是增加到了 74.07%。值得注意的是，当抚养比低

于 50%，则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超过了 50%则认为人口红利将不再存在。根

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 2035 年我国人口红利才会消失，这和前人的研究结论相

符[13]。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还将持续 10 年时间，这仅仅是从劳动力

人口数量层面来进行分析。考虑到我国这些年大力发展教育，居民受教育程度提

高显著，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这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为我国

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述抚养比计算方法将劳动年龄设定为 15-64 岁这一区间，这一设定和国际

上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概念是一致的。根据现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未

来我国劳动力年龄范围则更符合 15-62 岁这一区间，而 15-59 岁则是我国实行延

退政策前劳动年龄范围，为了说明我国实行延迟退休的重要性，本研究根据男性

生育率预测结果分别根据上述三种年龄设定来求出我国的总抚养比变化情况，见

图 3 所示。 

结果表明，三种抚养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当我国延迟退休政策调整期结

束，即到了 2040 年，延迟退休政策将使我国的抚养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到了

2050 年则可以使抚养比下降 22 个百分点。假设 2050 年我国延迟退休年龄设定

到 65 岁的话，本文进一步的政策仿真研究表明：届时我国总抚养比将至少降低

30 个百分点。 

因此，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对于降低总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具

有重要作用。 

 
图 3 中国未来抚养比变化趋势（2024—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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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预测 

如果说人口红利主要强调劳动力的“量”，那么人才红利则是着重论述劳动

力的“质”，是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

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27]。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的增长是实现人才红利的

关键，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的质量将比数量发挥更大的

优势。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弥补人口红利减退的影响。合

理引导新增大学生就业结构，有助于优化劳动力市场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本文对未来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进行预测，而新增大学生是

新增就业人数的主体，以 2024 年为例，2024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 1244

万人，2024 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170 万人[28]，也就是说新增大学生是新增就业人

数的主力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 2024 年 1 至 11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实际

人数为 1198 万人[29]，已经基本完成既定目标，即：充分保障人才就业，发挥人

才优势。本文预测未来毕业大学生的具体思路如下：基于本文的人口预测结果可

以得出未来我国的大学生适龄人口（18-22 岁人口数），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反

应了大学生适龄人口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之间的数量关系，所以需要对未来的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通过教育部每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中可以得到我国过去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前人研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慢

-快-慢”增长趋势以及具有上限值这一特性符合 logistic 曲线模型的特点[30]，所

以本研究采用 logistic模型对我国 2024—2035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初步拟

合，并使得 2035 年达到 65%这一目标值（《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我国于

2035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5%的目标[31]），2035 年之后的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本文设定维持在 65%不变。此外，根据 2010—2023 年的分年龄别人口数和高

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可以求出一组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通过比较这组数据

和教育部公布的毛入学率，可以对我国预测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修正，这

样就可以得到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值，根据毛入学率和未来的大学

生适龄人口数求出未来每年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下一步求解出 2010—2024

年每年的高等教育大学生毕业数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之间的比值，由于这个比

值每年变化幅度较小，我们对过往每年的比值求平均，并认为未来这一比值在预

测期保持不变，根据这一比值和未来每年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就可以计算出未

来每年的大学生毕业数即新增就业人数。 

图 4 展示了本文测算得出的未来每年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可以看出两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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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式得出的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趋势都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而后稳定的趋势，

在 2034 年之前两种预测结果都基本一致，而从 2034 年开始两种预测结果开始出

现明显差异，到了 2040 年这个差异开始稳定在 110 万人左右，到了 2050 年根据

男性生育率测算的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为 752 万人，而女性生育率计算的新增大

学生就业人数为 642 万人。从男性生育率的预测结果来看，我国新增大学生就业

人数从 2024 年就开始上升，而 2028 年开始上升速度开始加快，在 2034 年我国

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达到峰值，峰值有 1473 万人。这虽然给我国劳动力市场提

出了挑战，但将为我国提供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助力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

才红利的转型，对于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 2035 年开始新增大学生就业人口开始减少，且减少趋势呈现先快后慢的特点，

到了 2040 年减少到 1093 万人，基本和 2024 年的人数持平，而到了 2050 年下降

到 752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 2035 年到 2050 年这十五年间我国新增大学生就业

人数下降了 700 多万人，届时我国的就业市场压力将得到缓解。 

此外图 4 还展示了未来每年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中的占

比，通过这个指标来侧面量化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压力，可以看出这个占

比也是在 2035 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后开始明显下降，其变化趋势和新增就业人

口变化趋势高度吻合。我国未来十五年就业市场都要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但这十

五年也是我国发挥人才优势、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窗口期。 

 
图 4 我国未来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及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预测（2024—2050） 

数据来源：本文测算得出。 

4.3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效应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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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的决定。本文基于这一政策为指导，旨在应用男性生育模型，探讨其在评估政

策效果中的作用。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3》的数据，获得了 2022 年企业

参保人员总数及离退休人员总数。参考杨再贵等人的方法[32]，假设企业职工的

年龄和性别分布与男性生育模型测算的 2022 年全国分年龄性别人口分布一致，

并假设2025年至2040年企业职工的死亡模式与新模型下全国人口的死亡模式相

同。依据法定退休年龄调整方案，假设在未来 15 年内逐步将男性职工的法定退

休年龄从 60 岁延迟至 63 岁，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 50 岁和 55 岁延迟

至 55 岁和 58 岁。在此基础上，测算了 2025 年至 2040 年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变化趋势。此外，本文进一步测算了 2025—

2040 年政府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职保”）领取待遇人

数的财政直接补贴金额的动态变化，比较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简

称“延退”）与“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简称“不延退”）两种情境下

的财政补贴支出（包括“男职工”+“女工人”+“女干部”之和）差异，预测

了延迟退休政策所产生的直接效应——2025—2040 年财政直补城职保领待金额

的节省部分。 

本文仿真研究的背景，是学界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长期忧虑与理

论预警。路锦非[33]的研究早已指出，不断攀升的制度赡养率使得延迟退休成为

一项“非常紧迫”的政策选择。而曾益等人[34]的精算模型更明确警示，在“减

税降费”背景下，若无有效政策干预，仅降低缴费率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在 2025

年便出现累计赤字。本研究的仿真结果，正是对这些“赤字预警”的直接回应。 

根据表 2，本文仿真研究表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三

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2025—2030 年）表现为快速调整期，政策效应显著。在缴费人

数方面，“延退”情境下规模保持相对稳定，从 31964 万人小幅波动至 32031

万人，六年间增长 67 万人（增幅 0.21%），而“不延退”情境则呈现持续下降

态势，从 31736 万人降至 30702 万人，减少 1034 万人（降幅 3.26%），导致两

者差异从 228 万人显著扩大至 1329 万人，年均扩大 220.20 万人，复合增长率达

42.27%。在待遇领取人数比例方面，从 0.98 持续下降至 0.91，各年度具体数值

为 0.98、0.97、0.95、0.94、0.92、0.91，呈现稳步下降趋势，体现出政策对退休

规模的有效控制。财政补贴节省规模更是从 176 亿元快速增长至 1126 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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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 190 亿元，具体节省规模为 2025 年 176 亿元、2026 年 283 亿元、2027

年 506 亿元、2028 年 652 亿元、2029 年 933 亿元、2030 年 1126 亿元，复合增

长率高达 44.95%，这一显著效应的内在机制，在于延迟退休政策同时实现了“开

源”（增加缴费人数）与“节流”（减少待遇领取人数）的双重红利，印证了曾

益等人[34]关于该政策能有效改善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的理论分析。 

第二阶段（2031—2035 年）为稳定发展期，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在缴费人

数方面，“延退”情境小幅上升，从 32067 万人增至 32103 万人，五年增长 36

万人（增幅 0.11%）；而“不延退”情境继续下降，从 30528 万人降至 29899 万

人，减少 629 万人（降幅 2.06%），两者差异从 1539 万人进一步扩大至 2204 万

人，但差异年均扩大率降至 9.39%。待遇领取人数比例从 0.90 继续下降至 0.86

（2031—2035 年分别为 0.90、0.88、0.87、0.86、0.86），下降趋势趋缓，表明

延迟退休政策对退休规模的调控进入平稳期。财政补贴节省规模稳步增长至

2494 亿元，但年均增长率降至 16.74%，显示出政策效应已取得良好效果。 

第三阶段（2036—2040 年）则表现为边际效应递减期。尽管该阶段任一年

份两者缴费人数差异维持在 2200 万人以上，但差异年均扩大率进一步下降至

1.94%；待遇领取人数比例在 0.85-0.86 之间小幅波动，显示政策对退休规模的调

控达到相对饱和状态；财政补贴节省规模虽持续增长至 3806 亿元，但年均增长

率进一步下降至 9.20%，显现出政策的边际效应进入递减期，其根本原因在于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深层结构性约束，正如前人研究[33,34]所预警的长期趋势。 

表 2 两种情况下城职保参保人数与财政补贴的估算 

年份 缴费人数（万人） 
 

领待人数（万人） 
 

财政补贴数（亿元） 

 
“延退” “不延退” 

 
“延退” “不延退” 比例 

 
“延退” “不延退” 差值 

2022 
 

32872 
  

11531      

2025 31964 31736 
 

12509 12736 0.98  
 

8609 8785 -176 

2026 31786 31341 
 

12653 13098 0.97  
 

9146 9429 -283 

2027 31828 31220 
 

12775 13382 0.95  
 

9613 10119 -506 

2028 31922 31036 
 

12868 13753 0.94  
 

10209 10861 -652 

2029 31955 30866 
 

12997 14086 0.92  
 

10724 11657 -933 

2030 32031 30702 
 

13102 14431 0.91  
 

11385 12511 -1126 

2031 32067 30528 
 

13205 14744 0.90  
 

12084 13427 -1343 

2032 32128 30376 
 

13314 15066 0.88  
 

12682 14411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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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32234 30288 
 

13394 15340 0.87  
 

13456 15467 -2011 

2034 32228 30092 
 

13457 15593 0.86  
 

14276 16600 -2324 

2035 32103 29899 
 

13609 15813 0.86  
 

15322 17816 -2494 

2036 31856 29560 
 

13756 16052 0.86  
 

16444 19121 -2677 

2037 31410 29130 
 

14009 16289 0.86  
 

17649 20522 -2873 

2038 30978 28661 
 

14194 16511 0.86  
 

18942 22026 -3084 

2039 30510 28124 
 

14368 16754 0.86  
 

20330 23640 -3310 

2040 30059 27580 
 

14510 16989 0.85  
 

21566 25372 -3806 

十五年总计 507060 481140 
 

214719 240639 0.89  
 

222437 251764 -29327 

数据来源：本文仿真预测。 

通过深入分析三阶段指标的动态变化，延迟退休政策效应呈现出三个典型特

征。 

其一是“累积效应递增，边际效应递减”的总体态势。从累积效应看，政策

实施 15 年间，缴费累计人年数差异达到 2.59 亿人年，待遇领取累计人年数减少

2.59 亿人年，财政补贴累计节省 2.93 万亿元，体现出显著的政策累积效应。但

从边际效应看，三个阶段的年均变化率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缴费人数差异扩大

率从第一阶段的 42.27%降至第二阶段的 9.39%，再降至第三阶段的 1.94%；财政

补贴节省增长率从 44.95%降至 16.74%再降至 9.20%，这清晰地反映出政策影响

力在初期通过“开源节流”机制集中释放后，随着改革空间的逐步用尽而渐进式

衰减。 

其二是“结构性约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即使在“延退”情境下，2035

年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也面临严峻挑战：缴费人数从 31856 万人持续下

降至 30059 万人，五年累计降幅达 5.64%；领取人数则从 13756 万人持续增至

14510 万人，五年累计增幅达 5.48%；城职保供养比（缴费人数与领取人数之比）

从 2.32 持续下降至 2.07，反映出人口结构老龄化对政策效果的深层制约。印证

了此前研究的判断：延迟退休是一项强大的“对冲”工具，但无法完全逆转由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长期压力。当政策的调整效能达到饱和时，深层的人口结

构性压力便会重新成为主导因素，制约政策的最终效果。 

其三是“临界点效应”逐步显现。2035 年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效应临界点，

此后各项指标的变化趋势出现明显拐点：缴费人数差异增速从第二阶段的 9.39%

骤降至第三阶段的 1.94%；待遇领取人数比例在 0.86 水平停滞波动，2035—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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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分别为 0.86、0.86、0.86、0.86、0.86、0.85，反映政策对退休规模的调控效

果趋于饱和；财政补贴节省规模增速也显著放缓，从第二阶段的 16.74%下降至

第三阶段的 9.20%，且增速持续下滑，2040 年的节省规模为 3806 亿元。这种现

象表明：在 2040 年后的人口超老龄化的加速期阶段，现有政策框架的调控效能

仍将面临挑战，需要及时优化政策设计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养老保险体系压力。 

5. 主要结论 

（1）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将经历显著的变化，我国渐进式延

迟退休年龄政策方案的实施，可以更好地提升我国现有的人口质量红利，持续弥

补人口数量红利的不足。 

根据本文基于男性生育率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呈现先慢后快的下降

趋势，虽然在 2026 年会有波动，但由于 1962 年出生的高峰人口进入 65+老年阶

段，从 2027 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逐年减少。至 2032 年，劳动年龄人口

将减少到 9.57 亿人，之后进入快速下降期，预计到 2050 年降至 7.53 亿人，年均

减少约 1135 万人。这一趋势的加速将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及就业市场带来严

峻挑战。不同的生育率模型预测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存在差异，到了 2050 年基

于男性生育率模型预测出的劳动人口数量将比女性生育率模型多出 2630 万人，

但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且速度呈现出“先慢后快”的特征。这一趋势不

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也将在长期内改变社会结构、养老负担及经济活力。 

研判表明：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提出既可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的

速度，延长人口数量红利的持续时间；又可以马上充分发挥出生于建国后第二次

生育高峰期（1962—1973）和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原期（1974—1979）的劳动力

人口的技术优势，尤其为推进第三次生育高峰期（198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缴

费与延退，更好地提升我国的人口质量红利，持续弥补人口数量红利的不足，奠

定坚实的基础。 

（2）中国未来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整体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少，最终趋于稳

定。充分发挥大学生人力资源是我国人口红利转型为人才红利的关键。 

我国每年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从 2024 年开始增加并在 2034 年达到峰值

1473 万人。2035 年后，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开始逐年减少，预计 2040 年降至

1093 万人（和 2024 年基本持平），到 2050 年将降至 752 万人，相较于峰值水

平整体减少 700 万人以上。尽管从 2035 年到 2040 年劳动力市场面临较大压力，

但随着新增大学生就业人数的下降，市场压力将逐渐缓解。通过分析新增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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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数在劳动力总数中的占比，发现该比例在 2035 年左右达到高峰后也将明

显下降，这进一步反映出未来十五年内我国劳动力市场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充

分发挥大学生人力资源是我国人口红利转型为人才红利的关键，对于推动我国产

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 

（3）延迟退休政策效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和长期结构性约束。本

研究发现政策实施的首个阶段（2025—2030 年）表现为快速调整期，缴费人数

差异持续扩大，待遇领取人数比例显著下降，财政补贴节省效果明显；第二阶段

（2031—2035 年）进入稳定发展期，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但增速开始放缓；第

三阶段（2036—2040 年）则表现为边际效应递减期，虽然延退相比不延退情形

下的财政补贴节省规模仍在扩大，但节省规模的年均增长率已呈不断下降趋势。

特别是在 2035 年后，城职保供养比持续下降，结构性约束日益凸显，政策效应

出现明显的“临界点”特征。 

这种“累积效应递增，边际效应递减”的总体态势表明，延迟退休政策虽在

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长期来看仍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从长期效应来看，

政策实施 15 年累计增加 2.59 亿人年的缴费规模，减少 2.59 亿人年的领待规模，

节省财政补贴 2.93 万亿元。当延迟退休政策调整期结束即到 2040 年时，该政策

将使我国的抚养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到 2050 年这一效应将进一步扩大至 22 个

百分点，凸显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对于降低抚养比、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的重

要作用。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尤其是在 2039 年 12 月渐进式延退政

策实施完成之前，仍需要前瞻性的研判和配套更加多元化的支持措施，及时优化

并实施全国统筹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确保延退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

效性。 

6. 政策建议 

（1）优化延迟退休配套措施，建立渐进式退休过渡机制。 

本研究表明延迟退休政策在 2035 年后边际效应明显递减，为确保政策持续

有效，应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过渡机制。建议实施"弹性工时+部分退休"的双轨

制，允许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或转岗至较轻松的岗位，既保持

了劳动参与，又避免了突然完全退出职场的冲击。同时，应建立与之配套的薪酬

制度，实行工作时间与养老金待遇的弹性挂钩机制，鼓励职工根据个人意愿和身

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退休方式。对选择继续工作的人员，可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健康管理等专项服务，帮助其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通过建立多元化、个性化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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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选择机制，既能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又能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2）构建精准化职业支持体系，加强中青年职工发展保障。 

基于本研究对政策效应的分析，2040 年前后参保人数将持续下降，而待遇

领取人数不断上升，供养比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一趋势，建议构建针对性的

职业发展支持体系。首先，建立分层分类的职业技能提升项目，根据不同年龄段、

不同岗位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重点关注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领域

的能力培养。其次，完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设立职业发展基金，为中青年职工

提供进修、创新创业等方面的资金支持，鼓励其提升职业竞争力。最后，建立健

全职业健康保障体系，加强对职业病预防和职业心理健康的关注，确保职工能够

持续、健康地参与工作。通过多维度的职业支持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

效率，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可持续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3）提升劳动力质量，发展“人才红利”。 

虽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中国应充分利用“人才红利”这一机遇。劳动力

素质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

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要进一步提高高校入学率，确保更多年轻人接

受高等教育，并且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支持，使劳动力能够适应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通过发展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中国可以在未来继续保持

经济竞争力。 

（4）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引入灵活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的抚养比将在 2035 年后快速上升，为应对抚养负担的增

加，政府应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养老金、医疗和长期护理等

方面。建议引入更多灵活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提升养老基金的覆盖面

和管理效率。根据未来抚养比变化，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老年人口和抚养人

口的生活质量。提高养老金储备水平，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35]。增加对低

收入家庭和育儿家庭的财政支持，减轻生活压力。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满足

老龄化社会的健康护理需求。 

（5）优化人口结构，促进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 

根据本文测算，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到 2032 年

后进入快速下降期。伴随 1984—1990 年出生队列逐步退出生育旺盛期，旺盛期

育龄妇女规模萎缩，年龄结构老化，出生人口持续下降[36]。对此，应把握 2031

—2040 年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扩大的机会窗口，积极推进生育支持政策，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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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潜能，挖掘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低龄老龄化的重要“人口红利”，同时，政

策应该更加侧重于为育龄家庭提供实际支持，如增加育儿津贴、完善育儿假制度、

减轻教育负担、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解决生育成本过高和育儿资源匮乏的问题。

这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延缓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减轻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经

济和社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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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decline, while accurately predicting China's futur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crucial for analyz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two most recent 

population census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male fertility rate into population forecasting for 

mode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China's working-age population aged 15-64 will 

exhibit a declining trend from slow to rapid during 2024—2050, decreasing to 753 million by 

2050, which is 26 million more than the traditional female fertility rate population prediction 

results. The scale of new university graduate employment follows a pattern of first increasing, 

then decreasing, and finally stabilizing, reaching a peak of 14.73 million in 2034, and 

stabilizing in the range of 7.5-8 million during 2045—2050. Based on the above predictions 

and the progressive delayed retirement implementation pla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effect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phase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t will cumulatively reduce the pension benefit scale by 259 million 

person-years and save fiscal subsidies of 2.93 trillion yuan. When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adjustment period ends, namely by 2040, this policy will reduce China's dependency 

ratio by 12 percentage point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ptimize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delayed retirement and establish 

transition mechanisms; construct occupational support systems and strengthen development 

guarantees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workers; innova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introduce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s; optimiz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fertilit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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